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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造物艺术研究范式的构建

张犇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南京 210046

摘要：在当下的设计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关于民族造物艺术的研究已渐成显学，不过在具体研究中，还存在只关注表象，内涵性

发掘不足的缺陷，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和解释学研究范式与民族造物艺术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性特征，具备借鉴和引入的

可行性。在具体研究中，有必要加大对于“时空”、“变迁”和“作者”、“读者”几大要素的关注，进而在设计学视野之下，形成更加

合理的民族造物艺术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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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 of National Creation Art
ZHANG Ben
School of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basic theory of design, the research on national creation art has become prominent

graduall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ects in the specific research, such as only focusing on the appearance, and insufficient

explor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There are som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Historicism and

Hermeneutics and the research on national creation art which is feasible for reference and introduction. Accordingly,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about the“time and space”,“change”,“author”and“reader”in the specific research, and

then form a more reasonable research paradigm of national creation art under the design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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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族造物艺术的研究，近年来渐成显学，并已

成为设计学科基础研究和实践转化研究的重要对象。

民族造物艺术较之传统造物艺术，既有隶属关系，也因

民族自身境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个体差异，特别是民族

造物艺术的表现特征多与其历史经历有着密切的关

联，如族群的迁徙、战乱、内附、同化往往在构成民族特

有的历史文化面貌的同时，也对民族造物风格的形成

产生直接影响。

目前在关于民族造物艺术研究中，田野调查是最

主要的研究手段，这种手段非常有利于获得和收集第

一手资料，但也易出现只关注表象，内涵性发掘不足的

缺陷[1]。因此，在将田野与文献两种研究手段进行有

机结合的同时，对于其他学科研究范式的借鉴和引入

也是非常必要的。哲学领域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和解

释学研究范式与民族造物艺术研究之间存在诸多对应

之处，若能进行合理的借鉴和引入，将有助于形成更加

符合民族造物艺术特色的研究范式，这在当下文化语

境中是非常必要的。

一、“范式”的概念

在中国古代，“笵”通“范”。作为一种专有名词，

“范式”在中国出现得较迟，但在传统文化中早有类似

的表述，王充在《论衡·物势篇》中曰：“今夫陶冶者，初

埏埴作器，必模笵为形，故作之也 [2]。”《说文解字》释

为：“笵，法也[3]。”“笵”通“范”，此后，“范”逐渐被引申

为研究、学习和取法的某种方式和榜样。

作为一种概念，“范式”（Paradigm）首先由美国科

学哲学家托马斯•萨谬尔•库恩（Thomas Samuel Kuhn)

提出，并系统阐述于其 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

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库

氏认为，“范式”就是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无论实际上

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

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东西。反

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

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

同之处[4]。”

从库氏观点可见，“范式”主要由科学理论要素、社

会心理要素和形而上学要素三部分组成，并决定着某

一时期科学家们所秉持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理论研

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关于“范

式”的认识逐渐一致。质言之，“范式”即“指某一科学

家集团围绕某一学科或专业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

共同信念规定了他们有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

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

而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科学传统，规定了共同的发展方

向，限制了共同的研究范围。换句话说，人们所进行的

科学研究，总是在一定的研究领域和既定的条件下，利

用已有的研究工具、实验仪器和设备，运用公认的知识

和方法进行的认知世界的活动，即在一定的‘范式’制

约下进行的认识活动，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是在过

去承继下来的知识背景和科学传统的限制下进行的创

造[5]。”198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沈贤铭发表论文《库恩

与中国科学哲学范式的变革》[6]，“范式”一词首先在中

国哲学领域滥觞。及至今日，已被广泛接受和借用。

鉴于民族造物艺术的特性，在当下的研究中，建立

行之有效的研究范式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以某种相

对固定的范式进行研究，也极易出现“八股”之弊，必须

给予规避。民族造物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丰富的

历史经历和多样的精神诉求，族群的流动、文化生态的

变迁、民间宗教信仰的流变等为民族造物艺术研究方

面提供了多维度的入口。对此，笔者认为，在引入历史

主义和解释学两种研究范式[7]的同时，需在历史主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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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范式中，着重关注“时空”和“变迁”两大要素，在解释

学研究范式中，重点关注“作者”和“读者”两者的关系。

二、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及其两大要素

历史主义认为，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环

境的产物。概言之，思想是历史的产物，是对特定时代

存在境遇的观念性反映，即任何民族，任何种群，其思

想既不可能永恒不变，在其发展中也不存在判别和认

识各类现象的永恒标准，必须以动态的眼光和认知思

维来设定和判断。

民族造物艺术的发展、更新和延续是一种动态的

社会现象，而由于时空的迭变，造成每个时期所处的

“当下”内涵发生变化，由此出现了此“当下”造物观与

彼“当下”造物观的差异。虽然民族造物观的变化相对

缓慢，却依然有细微的表现。据此，若想析透民族造物

之观念，就有必要从此“当下”回溯彼“当下”，从彼“当

下”的历史境遇着手，基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背景以探微

彼“当下”造物观生成的缘由。换言之，就有必要在民

族造物艺术中引入历史主义研究范式，从“时空”中获

取历史的依据。

（一）“时空”——先决条件

所谓“时空”，即由“时间”与“空间”组合的以历时

性为轴线的纵向迭进的四维空间。于民族发展而言，

即其历史的交替与更演。在此以聚居于川西北和甘肃

陇南的藏羌族造物为观照对象，析论“时空”要素之于

民族造物的强大影响。

藏族和羌族为隋唐以前氐羌后裔，因此其“时空”

要素中涵括了从氐羌到藏羌各时期的意义语境、风俗

制度语境、交流系统语境、社会基础语境、个人语境、情

境性语境和历史语境等多种因素[8]，而由此形成的各

类民俗、宗教、礼仪、服饰、农作、交易等社会行为，则通

过在社会生活中并不居主流地位的造物活动获得表

现、联结、附着和交融。

以该区域的民俗活动为例，流传于川西北平武、九

寨沟和甘肃文县白马藏族中的重要民俗傩祭活动“曹

盖舞”、“池哥昼”和“十二相”中的各类面具、服饰和道

具等，正是风俗制度语境影响的造物结果，尤其是其中

最主要的角色“池公”、“池母”的物化形式，其创作完全

依赖于匠人对于该民俗诉求的理解，见图 1。这种经

历历代匠人传递、完善而形成的造物思维，已成为白马

藏族广泛认可的族群符号之一。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

与发展，很显然是“时空”要素影响下的产物。

因此，在民族造物艺术研究中引入历史主义研究

范式，“时空”要素必然要成为关注的焦点。关注和认

知时空，实际就是在关注其历史具象，将研究代入一个

历史“场”中去理解民族的造物，造物本身也就成为了

从当下回望过去的中间载体。也正因为此，以“时空”

观念为法度，深入一线进行实地考察，依托文献梳理该

民族的线性发展脉络，是升华民族造物艺术历史价值

和文化价值的必由路径。

在具体研究中，如何寻找一个合理的研究切入点，

是需要细致考量的。笔者认为，在“时空”的宏大叙事

背景之下，又鉴于民族造物艺术不同于纯粹的历史研

究、哲学研究等的特殊性，应在充分观照其本原性、功

能性、民俗性等特点的基础上，进行其文化价值、艺术

价值的提取和归纳。因此，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就有

必要作为民族造物艺术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田野

调查的目的是通过记录、提取、分离等工作获取一手资

料，而对文献资料的检索是为了进一步得到准确、真实

的确证。概而言之，即将造物活动置于时空之“场”进

行实体与理论的比对和分析。只有充分考虑到时、空、

物三者的关系，“造物”的真正价值才有可能得到准确

显现，研究者才有可能捕捉和判断“物”自身所存在的

“前结构”[9]，通过对于“此时”和“彼时”语境下价值的

对照，凝练出当下的价值。

对于纵向时空关系的观照是关注“彼”与“此”的历

时性映照，而着眼于民族民俗、宗教信仰以及由此形成

的各类傩祭活动则多表现为共时性背景下的“厚描”。

由于民族造物自身的固有功能与属性使然，对于

民俗、信仰、祭祀等活动的认知，就必须从单纯的个体

向具体的文化、社会语境进行转换。据此，所谓的造物

之“艺术”才有可能获得合理的诠释和升华，而绝非仅

运用理论或资料对其进行纯粹的造物方式、功能、材料

等的还原，其与“时空”之“场”的结合是不可或缺的。

如在川西北羌族和白马藏族的日常用具中均出现有一

种名为“拐筢子”的早期背运工具[10]，见图 2，从造物艺

术的研究角度而言，就需要与该器具的应用场域、人群

图1 白马藏族的池公池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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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勾连，不过这依然只是其产生的原因之一，还需运

用共时性观念来还原该寻常物之情境，才有可能进一

步提取出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需求的线索。换句

话说，这种特殊的造物，一旦更换了“场”，就决然不再会

具有其造物的目的和功能，而只能是一件无用的废品。

再者，在借鉴历史主义研究范式中，以历史脉络为

主线，注重具体化、微观化、专门化，强调研究对象的限

定性，也应作为民族造物艺术研究的重要思路，进行分

类型、分功能、分应用、分场域的对标研究是非常必要

的，如在对于民族宗教法器的研究中，功能、场域上的

细分是必须的，不能因形式相似就混为一谈，在羌族和

陇南藏族民间流行的羊皮鼓，见图3，神职人员使用的

羊皮鼓与舞者表演用的羊皮鼓，其文化性质和社会功

能完全不同，当羊皮鼓被神职人员把握手中之时，神性

（巫性）即已注入其中，造物的性质和价值也因此得到

了升华。这与作为舞蹈器具或节奏伴生物的羊皮鼓的

功能是完全不同的。

可见，只有将“时空”作为考量的第一要素，明确造

物的时空之“场”，造物的特性和价值才有可能被准确

把握，民族宗教法器的制作多为神职人员历代师承，文

脉性特征显著。在主旨教义一致的前提下，各地、各寨

的师承又因各自对于教义的理解不同，而呈现出多样

的形式或功能，这种可控的“讹变”特征往往又恰能成

为赋予法器神圣性和神秘性的成因之一。在研究视角

的选择中，这种特点就完全可被作为民族造物艺术研

究的切入点，依循历史主义视野，更深层次地理解民族

造物的文化情境，进而总结出其文化和艺术价值。

这种具体化、微观化和专门化的研究视角，不仅体

现出造物自然的物性意义，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在析清

其历史和文化症候的基础上，发掘出丰富多重的造物

观信息，甘肃文县的“池哥昼”和平武的“曹盖舞”均为

白马藏族的“㑇舞”[11]，是一个主题的两种表现，由此也

形成了两地面具制作的细微差异。这种差异，与其“时

空”的走向有着必然的联系。在具体研究中，正可作为

研究的切入点，发掘和分析其民俗与地域文化、族群诉

求之间的关系，从而更深层次地提炼出“神圣”、“世

俗”、“亲和”、“疏离”、“中心”、“边缘”等具有民族特性

的精神诉求和空间意象，延伸造物艺术研究的广度和

深度。

简而言之，将“时空”作为民族造物艺术研究中的

第一要素，本质上就是对于民族“本文化”和“他文化”、

“本体”与“他体”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和思考。

（二）“变迁”——发展主因

如果要分析影响民族造物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变

迁”是不可回避的，特别是在以汉文化为主流的中国历

史发展长河之中，“变迁”是诸多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

共性特点。如川西北羌族和陇南藏族正是因为“变迁”

才造就其历史发展的宏大叙事特征。在民族造物上，

无论是其服饰样式、饰品，还是民居造型、空间格局、器

具功能乃至发式等，“变迁”都是其中最为活跃的因素。

若将“时空”视为民族造物艺术研究中的历时性，

那么“变迁”就是其中的共时性。“变迁”是一个民族在

其发展中与“他文化”间交流互动的活动行为。这种行

为一般呈现出融通性、多元性、交叉性等不同于“时空”

要素下的线性发展特征。因此，在实际研究中，除关注

“时空”要素的影响之外，族群的迁移、融合、衍生等社

会结构的“变迁”是研究民族造物发展的最重要的考察

点。从民族造物风格发展流变的广度和深度考量，“变

迁”较之“时空”，其影响力甚至更加深入和显著。

“变迁”的直接结果就是文化生态的迭变，既有主

动之变，亦有被动之变。这在川西北羌族和陇南藏族

的造物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古羌从西北进入西

南，氐族内附中原而被同化等，其造物观念、技艺、材

料、功能等在变迁过程中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再者，

历史上的“变迁”，除区域变化之外，还表现为强势文化

对于弱势文化的影响、辐射乃至同化。作为历史上的

“落后”民族，川西北羌族和陇南藏族的“变迁”多为被

动之变，如早期的分布区域之变，秦汉时期的生产结构

之变，中古时期的制度体系之变等，而这些变化无不在

民族造物中获得体现。

基于此，将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引入民族造物艺术

研究之中，线性的“时空”可观测其流变的规律，动态的

“变迁”则是考察其造物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重要观

测点，而非仅以静态的、“文化遗留物”的视角来审视造

物。需要强调的是，文化无高低贵贱之分，虽然在总体

图2 曾经出现于 图3 川西北羌族羊皮鼓

该区域的拐筢子

4



张犇：论民族造物艺术研究范式的构建第2卷 第4期

发展上，民族造物的形式、观念等方面均相对滞缓甚至

落后，但若就此武断拉低民族造物的文化地位，将极易

失去发现民族造物艺术重要性的可能，必须对此心态

加以矫正。

如羌族自源起以来，在其聚居区域上就历经了青

海、甘肃、四川等地；源起于甘肃的氐族，其族群主体也

历经了甘肃、关中和川西北地带，各自的文化内涵也在

一次次的“变迁”中不间断地吸收和充实进新的文化因

子。“变迁”的共时性与“时空”的历时性共同构成民族

的文化基因，形塑出其造物的特有表征和“艺术”风貌。

在当今羌族文化的发展中，“变迁”的影响依然显

著。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聚居于高山地带的羌民

整体下迁，所带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生产方式、生活

习惯和材料等方面，对于造物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尤其是生产方式的改变。由于原有的适应于高山条件

的器具已不再适应河谷地带的农作特点，所以不得不

改变或淘汰，建筑格局和聚落布局也因此发生改变。

而这些改变正是“变迁”的结果。

曾生活于大兴安岭深处的鄂伦春族，自然资源丰

富，社会环境封闭，因此传统文化的保存相当完整。鄂

伦春族17世纪以前以游猎为生。17世纪中期后，鄂伦

春族迁徙至黑龙江南岸，受清政府统治，社会结构也逐

渐调整为父系氏族与政府统治并存，并一直延续到20

世纪50年代初。在这近三个世纪的时期中，清政府出

于牟取貂皮等狩猎产品的目的，与鄂伦春族人多有联

络，也将枪支、马匹、织布、铁器等生产工具和外部生活

资料输入其社会生活之中,在极大提高鄂伦春族狩猎

水平的同时，也对其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20

世纪50年代以后，政府将鄂伦春族划定为“半原始”社

会形态，并“直接过渡”为社会主义社会。此后，鄂伦春

族又经历了以猎为主阶段、以猎业饲养业同时并举阶

段、单一农业生产阶段、农林结合多种经营阶段、林业

向农业转产阶段等多个历程，曾经作为民族之“根”的

狩猎文化，在经历一系列的“变迁”后逐渐弱化，引发了

鄂伦春族极大的不适应，也对鄂伦春族传统造物产生

了极大影响。如今，鄂伦春族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对民

族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打造，获批一系列国家级和省部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造物在新语境下获得了转化

和新的应用[12]。

由上述案例可见，在历史发展中，“变迁”往往成为

一个民族文化的必然，当然问题也显而易见，如鄂伦春

族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单一性和典型性特点，若一味

地按照客位主观的意识办事，势必会与其传统造物观

形成冲突。对此，在将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应用于民族

造物艺术研究时，有必要进行重点关注。

仅限于地理的变迁，尚不能称之为根本性变化，因

为这可以通过对文化的适应而达到整体的适应。“他文

化”，尤其是现代文化的侵入，应成为历史主义研究范

式重点关注的“变迁”。这是因为，“变迁”不仅是一种

物质环境的变化，更代表着一种研究话语的转型。游

牧或农耕的生产结构，在造物的观念和表现上是截然

不同的，“动态”是其最显著特点，只有以动态的眼光来

审视“物”，其历史造物观的流动轨迹、“他文化”的影响

痕迹、宗教信仰的浸入、审美意识的流露等才有可能逐

层显现，才有可能使简单的民族造物焕发出新的光彩。

在这种认识之下，传承与革新可视为“变迁”两大

显著特征：传承表现为对民族造物文化本源的坚守，革

新则显示为在适应文化生态基础上的再发展，是一种

对于异质性与多样性动态发展的认知和价值追求，是

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只有秉承良性的传承和革新，民

族造物艺术才具有持续更新的必要与可能。

申言之，“变迁”的实质就是文化个体或群体在新

的时空背景中的解构与重构，在适应中的裂变与传承，

包涵了生成、发展、传承、革新等多维度的动态行为。

在民族造物艺术的研究中引入历史主义研究范式，“时

空”的观照不可或缺，而“变迁”就是揭示造物本质的直

接手段。由于“变迁”带来了造物“主体”观念的迭变，

即基于生活理性与自身利益的驱动，通过造物活动，不

断实现与现时情境的对接，以适应“变迁”之需，民族造

物的“主体”——“作者”的适应力和创造力也因此成为

适应“变迁”的关键力量。

民族造物艺术的发展，本质上就是对时空转化、社

会转型、主体转变三者的适应，如羌族传统民居为“垒

石为室”[13]，随着“变迁”逐渐衍生出新的需要，由此出

现了可以瞭望的碉楼和扩大空间的碉巢；陇南藏族宗

教法器造物观中充满了苯教色彩，原因在于该区域隋

唐以后受吐蕃文化的深层次辐射；而羌族宗教法器的

造物观中，则表现出藏汉宗教色彩兼具的特点，甚至随

着羌寨村落地理位置的变迁，藏汉宗教的影响程度也

各不相同，这很显然是受“他文化”影响的造物观对于

“变迁”的适应，见图4。

综上，民族造物不仅是一种为满足生活需求的社

会活动，还表现为一种多维的文化事象；在文化上，其

具有揭示民族民间生活俗制、风土人情的功能；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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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展示出朴素的造物技艺和朴实的审美诉求。将

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引入民族造物艺术研究之中，突出

对于“时空”和“变迁”两大要素的关注，这既是对应的，

也是可行的。

三、解释学研究范式及其两大要素

马克思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4]。”

人的主体性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这在文化的发

展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主体性是人的最本质属性，是

主体自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

性。没有主体性的彰显，就很难出现多彩丰富的文

化。反之，正是有了主体性的彰显，多元的文化才具备

了形成的条件。这种辩证关系，在民族造物艺术活动

中体现明显，尤其是造物活动至造物艺术的升华，更加

充分地展示出了主体性的重要性。

（一）“作者”——造物主体

解释学一般是指对于文本意义的理解和理论的释

读，是当代人文领域多学科间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趋

势的反映。解释学认为，时间距离并非空洞的虚空，实

际充满了各种持续存在着的、有生命力的习俗和传

统。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指出：“我们必须

置于时代的精神中，我们应当以它的概念和观念，而不

是以我们自己的概念和观念来进行思考，并从而能够

确保历史的客观性。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

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时间

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

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流传物才向

我们呈现出来[15]。”

伽氏的观点对于民族造物艺术研究范式的构建也

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审视民族造物艺术的发展，必

然需要从历史的流转中去思索和考量，即必须在把握

“时空”和“变迁”两大要素的基础上，在历史中确立造

物的合理对位，从而理解造物的初源和初心。因此，在

“时空”和“变迁”中寻找“编码”与“解码”的合理对接，

应成为民族造物艺术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此而言，在

民族造物艺术研究中引入解释学研究范式也是必要和

可行的。

进行民族造物艺术的研究，其目的是从具体的造

物活动中获取民族发展进程中所涵载的民族性格、文

化品性和艺术特质，为释读和剖析该民族的历史、文

化、宗教等文化内涵提供有价值的佐证；从艺术学角度

而言，这种特质包含实用的造物智慧、朴素的审美功能

及族群经历的符号价值。多维度地分析和理解，有助

于对民族的文化内涵形成更深层次的辨识。显而易见

的是，民族造物艺术具备了解释学的一般特征，或者说

解释学的研究范式在一定范围内适用于民族造物艺术

的研究。在这种认识逻辑之下，民族造物活动中的主

客体，即“作者”与“读者”有理由被作为在民族造物艺

术研究中引入解释学研究范式的两大要素。

笔者认为，在民族造物的关系中，“作者”即造物

的主体——制作者，“读者”则是享用“作者”造物成果

的客体——使用者（消费者）。有鉴于此，在民族造物

艺术的研究中，以“时空”和“变迁”为两大前置要素，再

引入解释学研究范式就具有了可能，即“作者”就是造

“物”的人，“作”是手作、制作，而“作者”专指制作和设

计器具的个体或者群体，与文学作者不同。而“读者”，

除少数为使用者之外，主要为对于造物活动投入关注

的群体，亦即研究民族造物艺术的群体。

由于民族造物受“时空”和“变迁”要素的制约，因

而显示出非常鲜明的代际、地域特征。在研究中，若只

关注“物”而轻视其创作的主体，缺乏对于民族造物“作

者”的认识和重视，那么所谓引入解释学研究范式，无

异于纸上谈兵，只会导致对于“物”的表征的过度关注，

也就极易堕入到将“物”与遗产并列，而缺乏活态的研

究和关于“用”的研究，走入一种静态的、回顾性的研究

误区，所谓的展望性研究也将不复存在。更进一步来

说，如果在民族造物研究中忽略了对于“作者”的关注

和研究，就只能看到民俗事象的形式表征，从而导致对

于“物”的局限性理解，那么，所谓的造物观和造物艺术

价值也就无从谈起了。

因此，构建民族造物艺术的研究范式，不管是引入

历史主义研究范式还是解释学研究方式，“作者”均为

最核心要素之一，缺乏“作者”的智慧和技艺，无论时空

图4 宕昌民间宗教法器牛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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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交替、生态如何变迁，都很难对造物观念产生根本

性影响。当然，如果只强调“作者”的贡献，而忽视“时

空”、“变迁”要素的影响，关于其造物观和造物艺术价

值的研究也极易出现僵化和死板的不足。只有将“作

者”置于“时空”和“变迁”的空间维度之中进行考察，民

族造物艺术研究才有可能表现出应有的风貌。也正是

有了“时空”和“变迁”这个四维之观，“作者”作为其中

最关键的行动者和创造者，其角色光环才会获得闪耀，

“作者”身份和由“作者”实现的各类物象，才有可能为

“读者”带来价值的思考和丰富的视角。

（二）“读者”——解码主体

由上可见，在将解释学研究范式引入民族造物艺

术研究的过程中，“作者”是造物活动的“主体”，不过需

要明确的是，“作者”在造物活动中有意识或无意识所

注入的文化性征或审美特质，若需获得外部社会的广

泛认可，必须依赖于“读者”合理和准确的诠释。因此，

此处的“读者”并非造物的直接使用者，而是将民族造

物作为文化对象的研究者。

如何使“读者”真正准确地理解和判断“作者”的造

物意图，剥离出其中的文化艺术价值，途径有二。

第一，“读者”必须将自身置于“时空”背景之下，以

“变迁”的视角来解读和诠释造物，这就需要“读者”基

于自身的“历史视域”与“作者”进行“视域融合”的沟通。

第二，由于所研究的对象——造物的“作者”以及

造物本身与当今的“读者”之间存在“时空”上的错位，

所以易形成“作者”与“读者”、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移位，

而这种移位恰可使“作者”的造物与“读者”之间形成一

个“可看”、“可读”的空间，也正因为此，“作者”的造物

观和“物”的实际价值才有可能被充分地析出，“读者”

也才能获得造物真正的“前结构”。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民族造物的目的是实用，艺术

审美次之甚至被忽略，对于其中的审美因素的展示，极

少数是出于“作者”的本意，更多的是源于“读者”形而

上的诠释。

民族造物强调“用”的属性，表现自发和自觉的特

点，有一定的群体性特质，个体“作者”则是群体性的主

要组成因素。在诠释中，“读者”有必要对于其群体性

特征加以深刻观照，这是因为，群体性特征的出现，归

根结底与传统的民族生产结构和生活水平有着不可分

割的关系。但必须看到，群体由个体组成，“读者”对于

民族造物艺术的诠释不仅要以群体性视野介入，对于

个体“作者”的关注和对其行为的解释也应重点关注，

如羌族羌绣的发展绝非只限于纯粹的手工艺人群体之

中，而是一种全民性的创作行为，“读者”在诠释过程

中，虽可以将其作为一种群体性艺术类型对待和分析，

但若不对“作者”个体进行考察，必然会出现结论的同

质化。因此，遵从解释学研究范式的要求，对于非专业

绣娘们的思维、观念、经历等进行收集和分析，以一种

平视的角度诠释“物”与“作者”的关系，才有可能避免

以一种精英身份俯视每一个“作者”和每一件“物”，才有

助于更加理性地释读和提升民族造物观的内涵和造物

的艺术价值，从而形成对于民族造物艺术的总体把握。

三、结语

在民族造物艺术研究中，尊重和了解“作者”，利用

“作者”与“读者”间既有的空间距离，参透和理解“作

者”造物观的初源、初心和造物的“前结构”，作为在民

族造物艺术研究引入解释学研究范式的理由是可以成

立的。同时，使“读者”真正置身于“时空”之下，以“变

迁”的视野，通过以“物”为媒介，与“作者”形成沟通和

融合，使“读者”在诠释活动中成为“第二主体”。若没

有立足于“时空”和“变迁”视野上所形成的思考，就不

可能实现对于造物的真正理解，更不可能形成“作者”

与“读者”间的联通，所谓的在构建民族艺术研究研究

范式中引入历史主义研究范式也就成为了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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